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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及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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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全球化与地方化、区域化的背景下，物质和能量在各节点间的高速流动促进了

城市网络的形成并成为一种新的区域组织模式和空间结构，尤其是对区域一体化高度发达的

区域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从人口迁移的网络空间入手，从网络密度、

中心势等角度对1982-2010年长三角地区人口网络的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人口迁

移网络日趋成熟，但空间分布不均衡；人口迁移主要流向上海、杭州、南京、宁波和苏锡常

等核心城市，同时这些城市的人口外迁现象逐渐显现；以无锡、苏州、杭州之间人口迁移联

系为主体的省际间人口流动行为增多，空间上具有等级扩散的特征；不同空间尺度的网络结

构相互嵌套，在地方尺度下形成了江苏以邻域渗透为主和浙江的等级辐合两种网络结构。最

后从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迁移成本等方面分析了人口迁移网络的演化历经均质

离散—单核心集聚—多核心等级网络—链式空间网络四个阶段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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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迁移是城市地理学的传统关注焦点，也是研究城市间相互作用和联系的重要途

径。自20世纪40-50年代Zipf提出人口流动的重力模型[1]，展开了对人口迁移的系统研究

以来，在模型算法、数据获取以及迁移机制等方面取得突破。首先在模型算法方面，

Montis 等在原有的重力模型基础之上从模型的参数、变量的设定等方面对模型加以改

进[2-4]。尤其是21世纪后系统工程等学科在人口迁移模型中的应用，创建出各种人流量的

新算法，如Barthélémy空间网络模型等[5-11]。近期，Simini等根据迁移决策的随机过程，提

出了无参数的辐射模型（the radiation model）。该模型通过证实人口迁移的自相似性，即

在人口源地规模和迁移尺度比例变化条件下，人口迁移的概率不变，实现了在只输入人口

分布信息的条件下就可较为精确地模拟人口的迁移流量的目标[12]。同时，GPS高分辨率和

社会网络（诸如 Foursquare）数据的补充，大大推动了人口流动的研究。Lawlor等通过

Brightkite的签客数据从多空间尺度构建了权重型的城市居民的迁移模式[13]。Noulas等人利

用基于GPS智能手机定位服务获取了精确的区位数据，对全球主要34个大都市的城市人

口迁移模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存在差异，但迁移模式存在普

遍性，表现为迁移概率与城市位序成反比 [14]。在强调研究模型和方法的创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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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ldon等从社会平等、种族隔离、土地制度等人文地理要素分析，解释了国际移民、技

术移民等迁移动机和偏好[15-18]。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也从人口预测、人口空间分

布开始转向人口迁移流模式和特征研究[19-22]。但大多针对人口数量的时序特征或空间分布

格局的定态分析，研究数据以属性数据为主，并以省或某一行政单元内居民点为研究尺

度，缺乏对跨区域人口迁移网络模式的探讨，因此需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社会网

络分析以行动主体之间的关联为数据，通过构建主体之间的联系，弥补了原有属性数据的

不足，为研究人口迁移网络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因为人口的迁入或迁出并不完全取决于

迁入地或迁出地的属性，而是权衡各类因素之后的结果，单纯从迁入率（量）、迁出率

（量）、净迁移量都会耗损部分信息[23,24]；与之不同的是，社会网络分析是从关系数据的角

度出发，可以综合考察不同地区之间人口流向和流量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从而描述出人

口迁移中群体集聚和联络关系的动态变迁过程，以减少属性数据的信息耗损。因此，运用

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人口迁移网络不仅具有其特殊的优势，也是有益的探索。

人口迁移网络是指依托于城市网络并以城市为节点、人口迁移流向和流量连线表征节

点间关系的结构。根据空间的依赖程度不同，还可将其进一步分为认知层、物理层、关系

层三个层次[25]。其中，在认知层，人口迁移倾向于有共同文化、历史和认同感的区位，造

成了潜在人口迁移偏好的空间差异；在物理层，现实的经济势能、信息和交通的可达性等

外部条件将进一步决定人口是否真正迁入某一地理空间，形成实际的人口迁移流，并表现

出对空间的强烈依赖性；而关系层则在物理层基础上形成基于亲缘等人际关系和企业间生

产关系的社会空间，因而对空间依赖性最弱。由于人口迁移网络的多层次性，使得人口迁

移网络空间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突出表现为： ① 移动速度上，人口迁移网络兼具内、

外部性，即人口迁移在网络中移动的快慢不仅受制于运输方式、户籍管制等外部制约，还

取决于行为者信息完整性、家庭决策、价值取向等内部差异；②距离对迁移的影响具有

空间尺度分化的特征，即在大空间尺度范围内距离对迁移的影响较大，而在中小尺度下的

影响作用会逐渐弱化；③迁移场所方面，在物理层具有相互隔离的特性，而在认知层和

关系层上具有空间收敛性。

伴随全球化与地方化、区域化的进程，人口流动网络化的趋势日益显著[26,27]，尤其是

资源、信息、人才等跨区域自由流动的特征使得城市间联系的空间通道和生产组织方式多

样化，中心地理论所强调等级性的城市经济联系和地域组织模式发生改变。在城市网络

中，各种企业及组织间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横向、纵向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构成了人口

迁移网络存在的基础[28]。因此，本文基于人口迁移网络的内涵、特征及现有研究的基础，

首先借鉴重力模型重构人口迁移的关系数据，采用网络分析方法对长江三角洲 74个城市

的4个时点的人口迁移流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探讨长江三角洲人口迁移网络形成的影响机

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口迁移网络空间模式的演化假设，旨在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

发展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网络构建

根据社交网络的重力法则（gravitational law of social interaction） [29-32]，本文在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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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人口重力模型的基础上，假设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水平与迁移人口吸引力成正比，

并考虑到城市间结构差异导致的引力贡献不一，将参数k定义为城市GDP占两个城市GDP

的比重以表征城市经济结构差异，将城市 i对城市 j的人口引力表示为：

Tij = K
Pi × Gi × Pj × Gj

d b
ji

,K =
Gi

Gi + Gj

( )i ≠ j,Tij = 0, i = 1,2,⋯,n, j = 1,2,⋯,n （1）

式中： Tij 是城市 i对城市 j的引力大小； Pi 和 Pj 是城市规模（这里指人口规模）； Gi 和 Gj

是相应的人均GDP水平； dij 指 i和 j两地之间的最短交通距离，用ArcGIS中任意两地间行

政中心的直线距离代替[33]；b为距离衰减系数①。采用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

长江三角洲74个地区②的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公式（1）计算4个时点任意2个城市之间的

人口引力，以此得到4个 74 × 74的矩阵 Xij 作为初始矩阵。通过剔除引力异常值后的引力

的均值作为人口迁移网络的切分点（当迁移人口引力达到某一切分值代表两者之间有关

系，记为1；反之则为0[35]），得到二值化矩阵 X ′
ij ，表示各节点之间是否具有迁移流关系

的1-mode有向网络，从而构建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迁移的网络数据。

2.2 网络分析指标

（1）人口迁移网络密度：测量网络的数量指标，表示网络中节点联系的紧密程度[36]。

密度值越大，节点联结数量和人口流动性也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D = L
g(g - 1) （2）

式中：L为人口迁移网络中人口迁移关系数；g表示人口迁移网络中城市数目。

（2）人口迁移网络的中心性和中心势：中心性是衡量人口迁移网络中某一城市在与其

他城市互动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37]；中心势是指网络的整体中心性，高数值表示网络中权

利过分集中，网络结构趋于不均衡化[38]。其内外程度中心性（3）式及中心势（4）式为：

CD, in(ni) =∑
j = 1

1

rij, in ; CD,out(ni) =∑
j = 1

1

rij,out （3）

CD =
[∑

i = 1

g

CD(n*) - CD(ni)]

max∑
i = 1

g

[CD(n*) - CD(ni)]
（4）

式中： CD, in(ni) 和 CD,out(ni) 分别表示内向程度中心性和外向程度中心性； rij, in 表示从城市节

点 j到 i的方向存在有向联系； rij,out 表示 i到 j方向的有向联系； CD(n*) 为网络中最大的程度

中心度。

（3）关联度和聚类系数：从网络的结构维度出发，测量人口迁移网络节点间的可达性

的指标。其中，关联度数的大小表示网络的连通程度，而各个点的个体网密度系数的均值

等于整个网络的聚类系数[38]。关联度数计算公式如下：

C = 1 - é
ë
ê

ù
û
ú

V
N(N - 1)/2 （5）

式中：V是该网络中不可达的点对数目；N是网络规模。

① 人口具有2维变量的特点[34]，因而本文中b=2。

② 本研究的长三角范畴仍界定为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

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等16个城市。考虑到行政区划的调整，对扬州和泰州的数据进行了相应年份差值运算，并根据1982年后

六合县、锡山市、武进、吴县等撤县并市，对其数据以2010行政区划为标准进行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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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AP相关分析：是以重抽样为基础，通过两个 1-mode的 N × N 矩阵中各个格值
的相似性比较的方法，给出两个矩阵之间的相关系数[38]。由于该方法可适用于观察值存在
共线性、自相关等情况，因而比OLS更加适合于网络数据的分析[38]。鉴于不同网络数据的
量纲不同，先采用极差标准化对人口迁移的自变量差值网络矩阵数据（不包括对角线）进
行预处理[39]，再使用QAP对人口迁移网络的影响机制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

3 网络视角下的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特征

根据上述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74个城市的人口迁移网络进行计算，结合地理空
间的城市网络格局，其分析结果如下：

（1）总体上人口流动性增强，迁移网络日趋形成，但空间分布不均衡。表1的计算结
果显示，自1982-2010年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迁移网络整体密度、关联度和聚类系数普遍增
加，其幅度分别为0.272、0.994、0.582，网络趋于紧凑，可达性提高，表明城市间人口迁
移渠道和交换行为增多。拓扑结构图更明显地显示了这种变化，1982年长三角地区人口
迁移网络存在较多孤立节点，核心节点数目稀少、等级分明，只有少数城市间形成了一定
规模人口迁移流；到2010年网络密度大幅度提高，节点的水平联系和连通度增加，在核
心节点之间、边缘节点与核心节点间都建立了较紧密联系（图 1）。同时，伴随着人口流
动性的提高，内向度数中心势显著高于外向度数中心势，城市对人口的吸纳效应凸显，形
成了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空间投影。总体上看，人口迁移网络由萌芽阶段进入快速成长阶段，

上海单核心的网络模式正向多核心演变。
（2）人口流向上海、杭州、南京等核心城市，具有明显层次。如图2所示，人口迁移

网络的内向度数中心性与城市经济规模呈现一定的正相关。人口主要流向上海、杭州、南
京、宁波和苏锡常等核心城市，此外江阴、常熟、昆山等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实力雄厚或
外向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是主要的人口迁入地。而人口扩散并没有明显的空间偏好性，随着
时间变化在上海、南京、杭州以及中小城市均出现了人口的外迁现象，基本上形成了“大
扩散，小聚集”的格局。按照城市的个体网络关系数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观察图3可以
发现四个明显的城市层次，对其进一步划分构建了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网络层级结构（表

2）：上海、杭州，网络连接度>1300，是人口迁移网络的核心，与其他节点形成最广泛、

最紧密的联系；无锡、南京、苏州、常州、江阴、昆山、宁波等7个城市，网络连接度>

1000，是网络的副中心；南通、常熟、张家港、宜兴、吴江等 11个城市，网络中心性>

600，是区域内部人口迁移的枢纽，主要承担地方性功能；其余城市为一般节点，网络中

心性较低。

（3）人口流动形成区域和地方两种空

间尺度的网络结构。区域尺度，省际人口

流动性显著增强，原以省内迁移为主的迁

移模式正向省际、省内网络化发展。

1982-2010年浙江和江苏之间人口迁移网络

的密度增长了近 15倍，增长幅度远超过省

内的人口网络密度（表 3）。结合人口迁移

的空间结构演变，进一步显示 2000年后无

表1 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网络结构变化

Tab. 1 The change of network structure in Yangtze
River Delta

密度

标准差

中心势

关联度

聚类系数

外向度数中心势

内向度数中心势

1982

0.003

0.056

0.025

0.136

0.004

0.228

1990

0.016

0.124

0.054

0.373

0.383

0.579

2000

0.096

0.294

0.125

0.861

0.946

0.797

2010

0.272

0.445

0.168

0.738

0.998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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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苏州、杭州为主体的省际迁移网络开始向两省纵深扩展，网络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南

京、宁波等城市，并出现了由较高等级城市向临安、诸暨等次等级城市扩散的趋势（图

4）。地方尺度上，形成了江苏和浙江两种不同的网络结构。主要表现为：江苏的迁移网络

是以苏锡常及省会南京为核心，整体形态呈西向延展；网络中并存有苏锡常、吴江、扬州

等多个迁移网络中心，因此核心—边缘结构并不显著；人口迁移以邻域渗透和核心节点间

的交互流动为主。而浙江的人口迁移主要以杭州为核心，并呈现出单核心集聚向杭州、宁

波双核心模式演变的趋势，核心—边缘结构明显；人口迁移以等级辐合型的空间模式为主

（图5）。而形成这种结构差异的原因与城市空间分布、经济模式、历史文脉等因素密不可

图1 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网络的拓扑结构变化
Fig. 1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human mobilit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注：由于1990-2010年引力值变动幅度很大，网络连线过于复杂，故图中1982年、1990年按照引力值大于均值1712切

分，2000年、2010年按照引力值大于 3330 （2000年、2010年均值）切分。网络中弧的宽度代表不同的迁移引力大

小，箭头表示迁入地对迁入地的人口引力方向，城市节点的大小表示城市人口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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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口迁移网络内向中心、外向中心性与城市规模关系图（只显示部分城市以为示例）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ity and city size in the network

图3 人口迁移网络连接度排序图（只显示部分城市以为示例）
Fig. 3 The rank of the connection rate of cities in the network

表2 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网络层级结构

Tab. 2 The hierarchy system of the cities in the network in Yangtze River Delta

层级

网络联系核心

网络联系副中心

次区域网络联系中心

地方网络联系节点

网络中心性

>1300

1000~1300

600~1000

<600

城市目录

上海、杭州

无锡、南京、苏州、常州、宁波、江阴、昆山

南通、常熟、张家港、宜兴、吴江、泰兴、镇江、湖州、扬州、如皋、丹阳

靖江、江都、嘉兴、慈溪、绍兴县、桐乡、泰州等其余54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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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82-2010年长三角地区省际人口迁移密度

Tab. 3 The network density of inter-province migration from 1982 to 2010

1982

浙江

江苏

浙江

0.314

0.129

江苏

0.129

0.676

1990

浙江

江苏

浙江

0.649

0.332

江苏

0.332

1.256

2000

浙江

江苏

浙江

1.688

1.182

江苏

1.182

2.155

2010

浙江

江苏

浙江

2.286

2.063

江苏

2.063

2.469

图4 长三角地区苏浙两省人口迁移网络演化
Fig. 4 The evolution of inter-province migration network

注：由于2000年后城市人口引力作用大幅度增强，故对1982-1990年、2000-2010年分别以500和2000为阈值，筛选引

力强度大于阈值的人口迁移关系线并划分成5个等级，得到1982-2010年浙江、江苏两省间人口迁移网络图。

图5 江苏、浙江省内人口迁移网络演化
Fig. 5 The evolution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human mobility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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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首先，从城镇布局来看，苏锡常地区是全国城市与城镇分布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且

地域上分布均衡，这就为人口在邻接城市之间的频繁迁移创造了条件；而在浙江省内由于

自然条件的约束及较为稀疏的城市空间布局等因素，人口聚集和迁移主要发生在核心城

市，而与其他次等级城市的关联性就较小。其次，不同的经济路径也影响了人口迁移网络

的特征。苏南地区发起自20世纪70-80年代的乡镇企业到90年代大规模引进外资不仅活跃

和壮大了小城镇的经济和规模，还促进城镇间生产资料的交换，塑造了相对均衡的经济格

局。而在此期间，浙东北利用邻近上海的区位优势，通过企业联营、“星期日工程师”等

吸收上海经济和科技等资源的外溢，比浙西南获得先发优势，在浙江内部形成了以杭州为

核心的浙东北和以宁波为中心的浙西南的发展格局。这种极化的发展格局进一步形成了人

口网络中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并在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下成为整个网络的骨架。此

外，苏锡常地区也是吴文化发祥和传承的中心地带，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份特殊

的亲近感也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塑造了彼此渗透的人口迁移模式。

4 人口迁移网络演化的动因分析

4.1 人口网络化迁移动因的理论分析

人口迁移受到迁移主体的性别、教育、生命周期、年龄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迁

入地与迁出地经济发展状况等宏观背景的制约。这些因素决定了人口迁移的流向、流速及

城市在人口迁移网络中的地位，进而塑造了人口迁移网络的结构特征。但由于微观分析视

角往往忽视了结构性外界因素，因此本文主要从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差异，从就业机

会、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及迁移成本等视角讨论其演化过程。

首先，就业机会对人口迁移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就业势能高的地区对人口的集聚能力

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将“地点空间”改造成了“流的空间”，

生产全球扩展与分化，促进了经济功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分散和合并，导致了资本的空间不

均衡分布，在资本集聚的地区产生了更高的就业势能，从而促发了跨界人口流动的产

生[40]。Clark对美国州际人口迁移的研究、Richetts对在美国的加勒比海国家移民都表明，

人口总是向资本密集的地区迁移[41,42]。而对于地区而言，资本的流动性又受到地区自身的

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外向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吸纳的外来投资更为丰富，就业机会也就

相应增加。

其次，产业结构的转型为人口的跨界流动性提供了条件。随着制造业比重的下降、信

息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的提升，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等企业逐渐将生产性部门外迁到劳

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成为了人口密集分布的中心；另一方面，以科技进步为依托的高级

化的产业结构，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向高素质人才转变，改变了传统

由工资、就业机会等要素形成的人口迁移模式和特征[43]。

同时，收入水平是直接影响人口是否落脚于该地的关键因素。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迁移

的目的就在于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因此劳动力总是由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但高

收入地区的人口集聚优势并非一成不变，人口迁移决策是收益和成本权衡之后的结果，因

而又必然受到迁移成本的制约。俞路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的分析得出，

当距离大于 1200 m以上时，空间摩擦作用将凸显[19]。这种阻碍作用不仅在于空间上的隔

离，更为重要的是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心理成本及信息的不确定性。Schwartz通过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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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后指出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及信息流通三种距离中，信息流通是迁移决策的最主要的影

响因子[44]。此外，区域的制度壁垒也会增加迁移成本，成为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制约因

素。例如：中国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形成了中国半开

放、有限度的劳动力流动体制，而且也成为了人口迁移的心理屏障[45]。

最后，文化、语言、宗教等属性在地方、小尺度上赋予了人口迁移网络的独特性。

Mitchell将这种以共享诸多共性为基础的联结而成的社会经济网络称为族裔网络[40]。它所

形成的团体认同感可以创造并维持一个排他性的商务关系系统，即族裔经济，使得处于这

个网络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够获得特殊的社会资本。而物理邻近是族裔经济得以发挥的主要

要素，自我强化和认同则是族裔经济及族裔网络存在的基础。

4.2 指标选取及理论验证

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本文从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迁移成本等维度考察

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网络的影响机制。其中，就业机会指标用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实际利用外资表示，因为固定资产投入及外商投资反映了地区资本的集聚能力，地区的资

本富集程度越高，则就业岗位的供给往往越为丰富。由于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实际收入水

平远远高于统计上的收入数值，而且城镇、乡村的分离统计也无法体现城市、乡村人口迁

移并存的现状，因此收入水平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作为替代变量[46]。产业结构分别用

二、三产业比重和全员劳动生产率表示，其高级化的过程表现为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和劳

动生产率提高。迁移成本包括生活成本、交通成本及边界效应三部分。其中生活成本主要

通过城市的房价反映，搜集自房价网74个城市近两年的二手房均值；交通成本则以城市

节点之间实际公路通行的最短时间来测度，通过百度地图查询功能共收集了 2701个数

据，构造了节点之间最短通行时间的O-D矩阵。边界效应测量户口门槛的限制作用，由于

这个指标难以定量化，引入虚拟变量1和0分别表示迁入和迁出地同属一个省份或不同省

份。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到区域差异对人口迁移的重要影响[23]，本文构建了以上述要素的

差异矩阵为自变量、人口迁移网络为被解释变量的分析模型[35]，通过QAP相关分析检验现

有研究对长三角人口迁移网络的解释力。

由表4可见，本模型与已有研究及长三角的现实状况基本相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由于本模型中的自变量取自各城市节点的差值，因此表中相关系数为正，表示迁入地与迁

出地差异越大，人口迁移流量越大，是吸引人口迁移的拉力；反之负数表示差值越大，迁

移量越小，是阻碍人口流动的约束力。相关分析说明，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生活成

本及空间距离、边界效应对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产生了显著影响；而收入水平、固定资产

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并没有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这与长三角地区整体发展水平

较为均质、经济形势运行良好有关。其中，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城市对人口产生明显的拉

力，这主要是由于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活力强，对劳动需求大。产业结构对人口迁

移的影响表现为产业结构越相似的地区间，人口的迁移量越大。根据Lewis的部门理论，

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边际收益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工业将成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

力的部门。而随着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及上海等地区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转型，

劳动力开始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2010年长三角地区服务业比重达到了45.85%，从

业人员比例为40.75%，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7%、6.1%，在这种趋势下，服务业发达

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性可能将会进一步增强。房价对人口的流动具有带动作用，这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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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房价高的地区一般也是经济发展较为快速的城市，在经济收益的驱动下，人口仍然具

有向高生活成本地区迁移的可能性。空间距离的增加对人口迁移起到阻碍作用，对于长三

角交通网络较为发达的地区而言，这种空间距离的制约作用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损

失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维护成本增加。行政边界与人口迁移为正相关，表明地域属性对人口

流的黏着性正在减少，这与肖群鹰等对中国省际迁移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且从长三角省际

迁移网络密度的大幅增加的现实也反映人口迁移体系已经从省内迁移向省际、省内的网络

化模式发展。

选取所有自变量与人口迁移矩阵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可以解释人口迁移网络的 8.3%

变异，一般而言，同一数据的QAP回归分析一般比OLS分析的确定系数要低[38]。由于此

时模型中较多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通过逐步回归剔除无显著意义的变量。模型的

解释力略微上升，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对人口迁移有显著影响，符合人口向资本密集地区集

聚的理论假设。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作用也开始显现，在劳动生产效率普遍较高的地

区，出于劳动需求的相近性，人口的流动性也相应加强。而二三产业比重对人口迁移的意

义不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地区往往劳动生产效率高，经济较为发达，

因此人口向产业发达地区集聚是受到经济差异的驱动。

5 人口迁移网络的空间演化过程

人口迁移作为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重要表现形式，早在Friedmann的空间一体化

理论中就对前工业化时代到后工业化阶段过程中的人口流动进行了论述[47]，Peter Hall在城

市演变模型中又进一步详细地阐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在城市中心区、郊区及外围地区

迁移的流量、流向变化；另一方面，Ravenstein对19世纪后期英国等欧洲国家人口迁移空

表4 长三角人口迁移网络动因分析

Tab. 4 The mechanism analysis of human mobility network in Yangtze River Delta

自变量

就业机会

收入水平

产业结构

迁移成本

自变量解释

常数项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差值网

实际利用外资差值网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差值网

二三产业比重差值网

劳动生产率差值网

平均房价差值网

城际实际通行最短时间

行政边界0-1网络

R2

调整后R2

长三角人口迁移网络

QAP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

0.009

0.191***

0.045

-0.095***

-0.009

0.120***

-0.190***

0.057***

P

0.295

0.001

0.084

0.000

0.438

0.001

0.000

0.000

QAP回归1

标准化

0.000

-0.073**

0.220***

0.011

0.003

-0.049*

0.030

-0.225***

-0.065**

0.085

0.083

P

0.003

0.000

0.058

0.427

0.024

0.058

0.000

0.007

QAP回归2

标准化

0.000

-0.069***

0.220***

-0.043*

0.032*

-0.225***

-0.064**

0.085

0.084

P

0.001

0.000

0.019

0.031

0.000

0.007

注：*表示在0.05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在0.0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在0.00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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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趋向的实证研究，以及近期Henrie等对美国西海岸所形成的新人口空间分配特征的分

析[48,49]，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奠定了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的理论基础。同时，Dredge基于

旅游流特征提出的旅游流空间模式也为构建人口迁移网络的演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50]。因

此，基于上述的研究成果和长三角人口迁移网络的实证研究，本文提出人口迁移网络的变

迁过程。

假设在人口迁移网络中：①迁入地与迁出地在空间上分离；②人口迁移网络具有空

间弹性等级结构； ③ 人口迁移网络是由节点、迁移路径、通道及引力范围四部分构成。

其中，节点是指由各种设施、服务等集聚而成的具有多层结构的空间体（一般指城市），

包括与城市交通设施、通信条件的便利程度相关的物理层和人们对城市的感知程度和以往

经历形成的认知层。通道是指包括城际公交、地铁、铁路等交通廊道在内的人口迁移的物

理通道。迁移路径是伴随通道产生的城市人口迁移的入口，且相较于通道，主要受到人们

对城市信息获取的完整程度、城市形象认知、政府管制等软要素的影响。引力范围区是指

以节点为圆心的城市对人口吸引所达的最大影响范围，邻近的节点间会出现引力范围区重

叠。人口迁移网络的演化过程如下（图6）：

（a）均质离散阶段：工业发展早期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和交通手段的限制，地理距离

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首要因素，即随着距离的递增，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行为越少。人口

迁移主要集中在邻近地区之间，由于这些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势能相当、亲缘相近、文化相

通，地域间可形成双向的人口迁移流。整体上迁移通道和路径较少，人口流动速度较为缓

慢，没有明显的核心，网络结构尚未形成。

（b）单核心集聚阶段：在长期的城市规模等级及就业和经济的位势差的累积作用下，

城市之间形成非均衡的人口“引力”，原有离散的空间结构向等级辐合型空间模式演变，

图6 人口迁移网络的演化
Fig. 6 The evolution of human mobility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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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口迁移出现网络化特征的初期。在流动方向上，人口向高能量的城市（即网络中的强

节点）迁移，形成与强节点连接的迁移通道和路径；在迁移速度上，流动性增强，但受到

空间摩擦力、户籍管制、城市高等级人口门槛等作用，形成从乡村到集镇，再到小城市，

最后汇聚于大城市的等级集聚的特征。但在边缘地区，由于信息可得性、运输条件等内外

部制约仍可能存在离散的人口迁移空间结构。

（c）多核心等级网络阶段：随着一些中小城市的成长，强节点城市周边逐步发展起次

人口核心（即网络中的次级节点），原有单中心的空间结构被多核心所代替，形成了次级

节点和强节点引力单元嵌套的网络结构。原强节点的人口引力作用减弱，半径缩短，人口

在流动方向上表现为由核心城市向邻近的乡村扩散和较远地区中小城市的人口向核心城市

集聚的双流向特征，等级辐合型空间模式向辐合—扩散型演变。而次级节点与邻接地区依

托便捷的交通或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仍然可形成等级辐合型的迁移模式，进入（b）阶

段。总体上迁移通道多样化，距离效应减弱，流动速度进一步加快；但迁移等级性仍较为

明显。

（d）链式空间网络阶段：伴随着（c）阶段所形成的多个次级节点中一些城市进一步

发育为强节点，原引力范围区被分裂，区域内形成以强节点为中心的多个引力单元重叠的

复杂网络结构。对于每个强节点而言，各自都具有独立的引力范围和通道，半径进一步缩

小，但引力强度增大，人口主要向节点迁移，整个结构有向（b）或（c）发展的趋势，并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的强节点之间可形成双向的人口迁移流。区域内基本形成易通达

的迁移通道，距离摩擦进一步削弱，资金、企业交流以及生产关系等路径对人口迁移的影

响作用增强，人口在区域范围内基本实现自由流动。

6 结论与讨论

人口迁移网络是一个包含成长、壮大、甚至消亡的动态过程，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迁移

网络就经历了上海单核心的网络模式向多核心演变的过程，并形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嵌套

的网络特征。其中，在区域尺度下具有等级扩散特性，在地方尺度下表现为邻域渗透和等

级辐合型两种网络模式。按照网络的演化过程，可将研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①萌芽期

（1982-1990年）：人口迁移网络中只存在上海一个强核心，且城市间人口流动较少，主要

以省内为主。苏浙两省间的迁移主要集中在无锡、苏州和杭州三个城市。 ② 生长期

（1990-2000年）：人口迁移网络进入快速成长阶段，省际间人口交流的城市节点增多，原

有的核心—边缘结构逐渐向多核心演化。 ③ 成熟期（2000-2010年）：人口迁移网络密度

大幅度提高，城市间人口流动增强，出现了“大扩散，小聚集”的格局，人口主要向上

海、杭州等城市集聚。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网络结构相互叠加，多核心网络结构逐渐成熟，

并出现向链式模式演化的趋势。同时，通过对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网络的动因分析，发现

人口迁移网络不仅受到行政边界、空间距离的分割，城市节点间的收入、外向经济差异也

深刻影响到网络的演化过程。

长久以来，人口流动扮演着沟通城市之间信息交流、促进资源交换和资本流动的重要

载体，尤其是创新经济背景下的长三角，各种形式的面对面交流和知识的传播学习已经成

为了城市创新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加之，各种企业之间建立起纵向和横向的生产网络，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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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长三角多中心的城市网络结构。因此，人口迁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网络的

特征。但是，人口迁移网络并不是城市网络在地理空间上的简单表征。相比于城市网络中

高速流动的资本和信息等物质流，人口的迁移具有强烈的“粘着性”和“依附性”。这表

现为：一方面，家庭的代际纽带、乡缘亲情会“粘着”人口流，改变人口的流向和流速；

各种制度环境，例如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土地征用、医疗卫生等政策直接影响人口

迁移的意愿。另一方面，人口的迁移需要依托一定的物质基础，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发

展、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及就业保障等条件的好坏往往限制了人口的迁移。因此，人口迁移

网络可以成为研究长三角城市网络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补充。

同时，人口迁移网络的研究也为长三角城市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首先，随着

长三角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的人口向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高速集聚，城市拥

堵、生活环境恶化、职住分离已经成为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拦路虎。因此，有必要加

大对核心人口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条件，增强应

对人口增多可能带来的环境、管理等方面的挑战。其次，通过提高次区域人口网络中心的

引力，有利于疏导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形成分散化集中的城市空间组织结构，从而遏制城

市的无序蔓延，提升城市发展的空间质量和效率。同时，伴随高铁时代的到来，在城市空

间规划中需要强化人口迁移流量较大的沿线的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加大对城际铁路、轨

道交通的建设，为人口迁移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可以发挥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涓滴效

应。此外，人口迁移网络还为城市的跨界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促进了多层次多中心的区

域管治模式建立。这种网络管治的模式不仅有利于制定有效的区域规划和区域协调政策，

也将是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由于数据的可获性约束，本文运用修正后的重力模型构建基于人口迁移网络的研究仍

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这种基于人口基数和城市经济总量基础之上获得的人口迁移数据只能

体现相对“人口流动”，而不能完全反映出城市间实际的人口流动数量；而且，限于模型

的局限，在模型的变量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影响人口迁移其他相关的制度、社会、文化等

因素，所构建的人口迁移网络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有待进一步探索新的数据来源、采用

新方法和模型，揭示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人口迁移网络的形成及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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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st flow of various productive assets and power among different places ha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city network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city network has nowadays become a new mode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 and impose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By applying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human mobility network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e density, centralization and connectedness of the networks are calculat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uman mobility networks in this region have formed and ar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unbalance 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econdly, cities including

Shanghai, Hangzhou, Nanjing, Ningbo and Suzhou-Wuxi-Changzhou areas have constituted

important nodes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Meanwhile, these cities are experiencing the

process of emigration of population to other adjacent areas. Thirdly, two modes of human

mobility networks, inter-province network and intra-province network, coexis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 inter-province network is characteristic of

hierarchical diffusion, and the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mainly occurs among Wuxi, Suzhou

and Hangzhou. However, the intra-province network becomes more complex and can be

further categorized two models—Jiangsu's intra-province network and Zhejiang's

intra-province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tial pattern, Jiangsu's intra-province

network is characteristic of adjacent infiltration which means the relocation of population

from population cores to peripheral areas. However, Zhejiang's intra-province network

exhibits a hub-and-spoke structure and primarily includes three nodes of population mobility—

Hangzhou, Ningbo and Taizhou.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mentioned above, the mechanism of

human mobility network is analyzed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ffect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y, incom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mobility cost on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analysis manifests that factors involving the openness of cities, the ratio of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housing price, spatial distance and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hav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formation of human mobility network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mobility

network whi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stages—discrete distribution stage, single-core

agglomeration stage, multi-center network stage, and chained spatial network stage.

Key words: human mobility network; social network; gravity model;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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